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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原创性的伟大理论创造，它既突破了布哈林主张的
封建残余优势说，也突破了托派的资本主义“主导”或“就是”说，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艰辛历程具有重要意义。托洛茨基没有直接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但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起
支配与主导作用。中国托派分子则一致认为中国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否认中国社会的封建
性，也使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概念。托洛茨基及其中国信徒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理论的伟大代表和集大成者。历史表明，中国的理论创新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
来完成。
【关键词】 半殖民地半封建 托洛茨基 布哈林 中国托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中国信徒究竟怎样看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问题与理论

问题，对于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历程、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观点，正是在与托派的斗争中形成的。因
此，考察一下托派在历史上究竟说了些什么，是很必要的。不过，目前为止，对于这个问题的考察，还
比较笼统。通行的观点认为，托派把近代中国看作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以此与我们党所认定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相对立。① 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要深刻地认识它，则尚需仔细梳理托洛茨基与
中国托派分子的理路及他们在观点上的细微差别，从中揭示更加丰富复杂的内容。

一、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

众所周知，“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是以苏联 ( 俄) 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
( 1879—1940 年) 为实际领导与精神领袖的一个政治与理论派别，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政治斗
争与组织分裂的产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至今依然以松散的形式活跃在国际思想理论界，具有
一批顽强的信徒与一定的思想影响力。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现实看，托派问题都无法回避。
中国问题是托洛茨基本人一直关注的重要领域，撰写的文稿数量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托派的政

治与思想纲领，影响甚深。总起来看，他以不断革命论为最基本的理论武器，以之反对斯大林、布哈
林所主张的革命阶段论，并将其应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的分析。在这样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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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早做此判定的是何干之。他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生活书店 1937 年版) 一书中不仅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
的总观点概括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第 37 页) ，而且指出中国托派分子也是这样认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资本
主义社会的对立，是‘新思潮派’和严、任等的基本对立”( 第 7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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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框架内，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布哈林所主张的“封建残余主导中国社会”的观点，发动了全面进
攻;从理论问题一直到具体政策的制订，乃至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阶级属性的认定等，呈现出处处
对抗的态势。在 1924 年 1 月至 1927 年 7 月的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当中，双方的斗争非但没有终止，而
且愈来愈激烈。大革命失败后，斗争更是步入高潮。

1927 年 5 月，在前期撰写的各种文稿的基础上，托洛茨基完成《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一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尔后，他又撰写了若干文稿，其中尤以 1928 年 6
月与 10 月完成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中国问题》两本小册子最为出
名。① 这些文稿并没有专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而是着重于论述政治与政策问题，但其理论基础无疑
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其中有一段话，是具有纲领性的。他说:

在商业和银行无孔不入的作用的基础上，国内工业的十分迅速的增长;最重要的农业

地区对市场的彻底依赖;对外贸易的巨大的和仍在增长的作用;中国农村对城市的全面服

从，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绝对优势，它的直接的统治。无可否认，农
奴和半农奴的社会关系是十分强大的。它们部分起源于封建时代，部分地构成了一种新的
结构，即旧的关系在生产力发展滞后、剩余农业人口、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活跃等基础上的
复苏。不过，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关系( 更确切地说是农奴制的
关系，一般来说，即资本主义前的关系) 。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支配作用，我们才能严
肃地说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前景。②

这段话表明的基本思想与主张，在托洛茨基那里是一贯的。向前追溯，会发现他在 1927 年“七一五
事变”前夕，已经集中性地做过相关表述。他说:

在军事力量的庇护下，帝国主义以现成的商品、对铁路和工业投资的形式，以为国内高
利贷加冕的银行的形式，以保证夺取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国家借贷的形式植入中

国。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的基础，是它的经济落后。……从整体来说，帝国主义现在阻止
和瓦解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它把经济、政治和军事措施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它手中
最重要的工具是关税机关。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归根到底正是表现在中国人民或他的有
产阶级失去了通过相应的关税保护自己国家工业发展的机会，而没有关税自主，落后国家

是不能摆脱落后的。这是事关中国经济主权的问题。通过外部强加的低关税，世界资本强
行为自己的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家工业的独立发展受到阻碍，手工业破产。这又导
致农业后方的衰朽，居民人口过剩的增长和赤贫化的加剧。衰朽的最不幸的表现是高利贷
的无所不能。农奴奴役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土壤上维持，重新产生和增强。对国家的大部分
来说，它们的源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残余，而是被强行阻止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

的经济关系。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上，关税问题是基础。
在中国农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城市中，高利贷 －奴役、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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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笑湛译《中国革命问题》第 2 集即此两部小册子的合集。该书由世界文化研究出版部于 1930 年出版。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1925—1927) 》，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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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半农奴制的关系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但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在中国
无可争议地起着主导作用。①

上述重要引文集中反映了托洛茨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以往所集中批判的，即上述引文所表达
的思想。从中人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托洛茨基并没有直接说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而是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具有“绝对优势”，“占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无可争议地起着主
导作用”。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他确
实没有把“就是”说出口。事实上，直接将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中国的托派分子，并非托洛
茨基本人。第二，托洛茨基显然并不否认中国社会具有严重的封建性。就此而言，他与斯大林、布哈
林对封建性因素的强调之间，是具有契合点的。正是由于这种严重的封建性，他说中国的资本主义
比俄国的还落后，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与中国资产阶级一起”还进一步“把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与农
奴强制和高利贷奴役方法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农民起义所直接反对的土豪劣绅既是资产阶级的底
层环节，也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底层环节。比如军阀，代表的就是“与农奴主的利益和关系不可分割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② 可见，他并不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封建关系( 即所谓农奴制与
半农奴制关系) ，但他将这种关系置于资本主义关系之下来予以揭示。同时，他还认为这些封建关系
决不仅仅是“残余”下来的———即所谓“它们的源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残余”，而且还是在
现实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和生成的，是一种具有复苏意涵的新的结构———即所谓“是被强行阻止
的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经济关系”。因此，所谓军阀，本质上非但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反而是资产
阶级的代表( 尽管它与农奴主的利益和关系不可分割) 。这是他与斯大林、布哈林的区别所在。第
三，托洛茨基同样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除上述引文外，他还几次讲过“中国是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国
家”③一类的话。他说，与俄国 1905 年相比，中国革命的第一特点就是其半殖民地地位。④ 他又说，
“中国半殖民地的情形，就是它的经济落后”; “中国半殖民地性质之表现，不是别的，而是中国民众
或是有产阶级失了发展工业的保障，因为失了它，落后的国家便始终不能前进”⑤等。在他看来，既
然中国已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那就必然会围绕资本主义的主轴来转动，半殖民地强化了

这一点。但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非但没有弱化国内的阶级斗争，反而还强化了阶级斗争，原因就
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 包括地主、军阀) 紧紧地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⑥ 对于外国资本而言，它在
一定的时刻推动某些部门向前发展时，又“蓄意地阻止另一些部门的发展”，“以榨取丰厚利润，停滞
中国内部的积累”。⑦ 所以，在中国，民族矛盾非但不掩盖、减弱阶级矛盾，还激化阶级矛盾。由此出
发，托洛茨基坚定地主张，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样要开展阶级斗争。
中国托派正是在托洛茨基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大大拓展和细化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问题主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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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1925—1927) 》，第 121—122 页。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1925—1927) 》，第 362、365—367 页。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1925—1927) 》，第 49 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 ( 布) 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1926—1927 ) 》( 下)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5、86 页。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研究会 2001 年翻印本，第 71 页。
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 1 集，杨笑湛译，上海书局 1930 年版;节本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资料选辑) 》( 下) ，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67—871 页。
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资料选辑) 》( 下) ，第 874、8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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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多方面的。但恰恰是在社会性质问题上，他的论述并不充分。
这就为中国托派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二、中国托派分子的看法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曾作出《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态度之决议案》，“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
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 1917 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
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① 这个决议是出于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的临时动议，而且是由后来
成为托派分子的彭述之极力促成的。② 可见，包括陈独秀在内，那时的中共中央一致反对托洛茨基。
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党内出现托派分子，他们全盘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

1929 年 5 月至 8 月，陈独秀研读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问题的文件，开始成为托派分子。③ 作为
中国托派的最高领袖，陈独秀原本不擅长独立的理论分析，④所以他比较完整地接纳了托洛茨基的见

解。1929 年 11 月 14 日，有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说，陈独秀“实际上是
根据托洛茨基的分析对中国形势作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评价”。⑤ 这是符合事实的。1931 年 5 月，
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以及其
他文件，将托洛茨基的所谓理论纲领化，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确定了近代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论。这既是中国托派的共同观点，也是陈独秀本人的个人观点。直到 1938 年 7
月，陈独秀在重庆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在反驳中国社会“是封建或半封建”的观点，还在强调
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属领导地位，但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发展
之余地”。针对陈独秀的观点，陈伯达曾经专门作过批判。⑥

1929 年 12 月 15 日，陈独秀等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写下一段提纲挈领的话:

我们以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

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

阶级当辩护士! 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

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银行工厂
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

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
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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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1925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
版，第 609 页。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3—94 页;又见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5 页。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52—353 页。
《郑超麟回忆录》，第 125 页，另参见第 325、327 页的解释。
《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 1927—1931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8—229 页。
陈伯达:《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解放》第 60 期，1939 年 1 月 15 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5—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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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中国托派的核心论点，套用托洛茨基语录的痕迹非常明显。接着这段话，又说: 若“认为
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不占绝对优势地位，则只是常识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观察”。依然
采用的是“占绝对优势地位”的讲法，意思是说，不论封建势力多么强大，都是受资本主义势力主
导的。
总体看，中国托派分子到死都坚持了上述基本观点。比如郑超麟到 1980 年还在说:“中国社会

并非封建残余占统治地位，是早已资本主义化了，乡村落后的经济关系是受城市资本主义关系所支

配的，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配合世界各国革命，建成社会主义国家，总之中国革命或中国第三次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

主义革命的性质。”①这完全是在运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托派的社会性质观点主要是由被称做“动力派”的托派分子进行论述的。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确切。1930 年 7 月，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创办《动力》杂志，被称为“动力派”。
但是，《动力》杂志主要反映主编严灵峰一人的观点，其他代表性的托派分子均未曾在《动力》发表文
章，李季则只发表了《马克思及其夫人的疾病与死亡》《论资本论》两篇与社会性质没有直接关系的
文章，杜畏之发表了恩格斯《辨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的译文( 署名畏之) 。此
外的文章还有吴西岑《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刘光宇《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彭
苇秋《苏联五年来之哲学论战》《苏联关于价值学说的争论》，均与社会性质论述关系不大。
不过，中国托派分子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一干将，确实是严灵峰( 1904—1999 年) 。1931 年 5

月中国托派各小组织统一后，他任托派中央宣传干事。严灵峰在《动力》创刊号和第 2 期先后发表
《“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两篇文章，尔后又加上
“我们的反批评”及“序言”，编成著作《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由上海新生命书局于 1931 年 6 月 30
日出版。1932 年 11 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又将他的《追击与反攻》一书作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丛著第
三种出版。他还发表过《在“战场”上所发见的“行尸走肉”》( 完成于 1931 年 6 月 13 日，上海) ②、
《关于任曙、朱新繁及其他》③，翻译出版了鲁滨的《近代西方经济学家及其理论》( 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3 年版) 。
严灵峰说:“资本主义先进国的商品输入野蛮民族的国家，将封建的城壁打破，并征服了封建

势力。”④被征服的封建势力，不仅包括“旧时独立和闭塞的经济制度”，而且还包括了“这种经济制
度基础上的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即“旧时的社会制度”。⑤ 在全面打碎封建主义的同时，帝
国主义便修建铁路，把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搬到中国，直至进行资本输入，从而将中国经济有机地融

入国际经济，使之成为国际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严灵峰严重地
夸大了外来势力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催生与促进作用，不懂得外来势力到了中国还会与封建势力结

合，反过来压制和摧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从托洛茨基观点的倒退，表明他根本不认识半
殖民地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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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回忆录》，第 327—328 页。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 《读书杂志》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 ，神州国光社 1931 年再版。
《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 3 辑( 《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7—8 期合刊) ，神州国光社 1932 年版。
严灵峰:《追击与反攻》，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2 年版，第 5 页。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动力》创刊号，1930 年 7 月 15 日;《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动力》第
1 卷第 2 期，1930 年 9 月 30 日。



史学理论研究 2020 年第 4 期

严灵峰将外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看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原因，这与任曙是一致的。任曙
( 原名任旭，又名任昭明) 曾被严灵峰误以为是任卓宣( 同是四川人) ，①可见他们当时并不熟悉。任
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研究绪论》②《中国的工业》( 上海生活书店 1934 年版) ;发表的论文有《关于
“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批判”》③《怎样切实开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商榷》。④ 在《关于“中国经济的研
究和批判”》中，任曙提出 80 年来中国急剧变动的原动力，“便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由此才有
新的都市以及外与世界市场、内与穷乡僻野相联系的新式商业、新式农业、新式工业，以及金融经
济”。由此出发，他判断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他同样不懂，既然是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发
展就必然是畸形的、不正常的。
与严灵峰的侧重点不同的是，任曙格外强调对外贸易的作用，这显然也是受了托洛茨基的启发。

他说:“帝国主义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对外贸易又是中心的中心。对外贸易是中国整个经济变动
的动力，是过去和现在一切问题之症结之所在。”从对外贸易观察，他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已经发达
到俄国战前的状态，亦即有了‘十月革命’的经济基础。由进出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进出口商品
是否深入并支配全国穷乡僻壤的经济生活，可断定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阶段为: 封建的自然经济崩

溃，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占了优势”。“资本主义在中国现在发展到了摧毁封建经济、支配全国生活、
可以实行非资本主义运动的程度”。⑤ 这个结论，忘记了托洛茨基所谓外来资本主义在中国还会造
成新的农奴制与半农奴制关系的训导。
显然，关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后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与结合的一面，没有得到他们应

有的重视。严灵峰说:“帝国主义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资本主义势力，它对封建经济制度完全处于不可
调和的矛盾的地位。”“帝国主义在中国是要绝对地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认为帝国主义在
殖民地扶植封建势力乃是无稽之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修正!”他还进一步说:“否认中国资本主
义发展或发展可能性并且以为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新修正派的最反动

思想的论据，这样必然推论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不能发展。”“必然会把农民的革命作用看做高过于
无产阶级的水平线”，必然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幻想代以其它政权来履行中国革命的历史使
命”，必然会“忽略国际的阶级关系”。因此，必须承认“封建势力只是成为过去历史的残骸，决不能
在中国重新恢复旧观的;即目前中国封建残余势力的抵抗，正是表现一种回光返照的作用”。“中国
毫无疑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⑥ 很明显，严灵峰虽然在社会性质总观点上与托洛茨
基保持了一致，却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看到外来资本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而是将它们

看作了完全对立的东西。即使在托派内部，他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估计也过高，对封建势力
作用的估计也过低。
这一点，当时人已经予以指出。比如余沈就说，严灵峰、任曙从观念主义或主观主义出发，“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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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卓宣( 1896—1990 年) 也曾被认为是托派分子，实际上他并未加入托派。
作于 1930 年 12 月，中国经济研究会 1931 年 1 月 15 日出版，1932 年 2 月 1 日出版修订本。此书因“宣传共产主义，提倡无产阶
级经济学说”而被国民党列入查禁名单。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82 页。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 《读书杂志》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 ，神州国光社 1932 年再版。
《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 3 辑。
严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国问题研究会 1931 年版，第 26 页。
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动力》第 1 卷第 2 期，193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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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来支配事实。他们的观念不是从实际生活的事实中归纳出来的，而是从书本上抄袭来的，想以
经济的事实嵌合其间。严灵峰认帝国主义整个说来是帮助中国资本主义蒸蒸日上的发展的，但是世
界资本主义在异常普遍和深刻的经济危机中已度过了四年，闲空的资本已积聚有不少在银行中，何

以没有拿来帮助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使其蒸蒸日上并解除自己的困厄呢? 严君并不企图解释这些

事实，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观念，虽然违背事实，他也是要坚持和发挥的”。① 这就是说，严灵峰只懂得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道理，只会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一般论断，完全不懂中

国的实际，不懂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玩法。
由于严灵峰的观点并没有与托洛茨基严密对缝，所以同样受到其他托派成员的严厉批评。王宜

昌即指出，严灵峰“先天式的唯物史观，不问中国的实际的地理条件，和其他实际历史情形，而只依
‘先天’便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为自发，这只是回想时期的死理论遗传下来的恶影响”。他感慨严灵峰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证太肤浅，然而他的所谓“科学周密”最终也不过是归于与严灵峰一致，即“反
驳‘新思潮派’的封建或半封建论”以及“‘新生命派’的过渡社会”论，主张“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
义优势”，因为这是严灵峰的“功绩”。②

刘镜园( 仁静，1902—1987 年) 也对严灵峰进行了批评。在代表作《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
预测》当中，他批评说，“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殖民地经济”，严灵峰对此“全然不了解”，从而“走到与
史大林派相反的另一极端”。他提出: “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死亡，而不是向上发展。”“帝国主义在中
国是摧残而不是帮助资本主义之发展”。“革命的爆发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刘镜园表示，
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不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但不是畸形的发展。他看到，帝国主义不
会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健康发展，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用长枪大炮打破了中国
的闭关状态以后移植进来的”。显然，他忽视了中国社会原生的资本主义因素。他认为，资本主义国
家既在中国“移植”了资本主义，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造成“在中国经济中，是资本
主义关系而不是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他说: “中国现在不是一封建社会，而是一资产主义社
会———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其落后关系，所以‘封建与半封建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
“中国今日的社会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它是买办资本主义。继之而起的应当是民族资本
主义，可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所以中国无须经过民族资本主义，

可以由买办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换言之，中国可以无须经过如欧洲各国那样在经济上资本主
义独立发展、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之时期。”③很明显，上述观点是最为原
汁原味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详细论述“封建与半封建关系”与所谓“买办的资本主
义”到底是如何相处的。由于刘镜园的论述比严灵峰、任曙都来得严密，考虑到了更多的复杂因素，
因此连胡秋原都说，刘镜园的论述“含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有“共感”。④ 其实，刘不过是在搬用、
引申托洛茨基。
与刘镜园观点比较接近的是李季。李季是论著最多的中国托派分子，精通英文与德文。他说:

“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术输入以后，我们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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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沈:《经验主义的、观念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4 辑( 《读书杂志》第 3 卷第 3—4 期合
刊) ，神州国光社 1935 年再版，第 4 页。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
刘镜园:《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2 辑。
《胡秋原致王礼锡陆晶清》，《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 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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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主义便马上可以发轫了……中国现在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国中虽尚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法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残余的存在，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确确切切站在领导的地位上。”①这段话
可视为刘镜园观点的提要。
王宜昌则从农村经济的角度论述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他说:“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

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经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所以‘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
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而是资本制的农业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农村经济
研究，应该以研究农业资本主义为‘问题的中心’。对于落后的分子，如土地所有，商业高利贷等只是
为充分说明农业资本主义的各种变异形态与其或迟或速的进化过程时才加以注意”。“中国农村经
济问题，现在已不是土地分配为其中心，而是资本分配为其中心了;在此种形式之下，要以资本的大

小来划分社会阶级，从而说明其中残存的封建等级”。② 为此，他特别重视对生产力要素生产工具的
分析，反对以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为核心。他对中国托派的贡献在于将视角聚焦到了乡村，将托洛茨
基的观点更加具体化了。
总之，中国托派分子一致认为，中国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结论和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

下，他们的论述角度、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估价、对封建要素内涵及作用大小的估价、对相关
问题复杂性的判断等，多有不同。同时，他们全都是托洛茨基理论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因此一致反对
斯大林、布哈林关于中国是封建关系占统治地位的论断，也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断。严灵峰曾
批评说:“中国的民粹派为的要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掩蔽自己的错误……现在已绝口不说‘封
建制度’的中国了，现在是所谓‘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了……”③意思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
是由封建残余主导说演变而来的。他的这一批评虽属别有用心，但也从敌对的方面映现出，半殖民
地半封建理论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的理论创造。

三、我们的看法

中国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观点，在于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是对托洛
茨基观点的扩展。托洛茨基讲“主导”“优势”，他们将其扩展为“就是”。
第一，所谓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从上面的引述看，确实是中国托派分子写下的白纸黑字，

不容否认。但也应看到，这种表述即使在中国托派成员之间，也并不平衡。在一些人那里，采用的还
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占统治地位一类讲法。“主导”“统治”与“就是”是有差异的。即使中国已经
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不得不承认，那绝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不发达的，还掺

杂着严重的封建要素的资本主义。应该承认，他们的论述与列宁是有关联的。比如 1920 年 7 月 19
日，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报告，讲到“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在 20 世纪已经
完全确定了”。中国“被最富有、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置于殖民地附属地位”。④ 意思是说中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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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神州国光社 1934 年版，第 94 页，另参见 96、99 页。
王宜昌:《论现阶段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 1935 年版，第 105、
108、110 页。
严灵峰:《追击与反攻》，中国社会史论战丛著第三种，神州国光社 1932 年版，第 5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19—1928) 》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版，第 15—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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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经列宁同意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
纲》，第一条就包含着“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 例如中国与印度) ”的词句。① 1923 年 3
月，列宁又说，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在这些国家
里开始出现整个欧洲的那种动荡。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
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进程”。② 这样的言论显然就含有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含义在内。因此，
托洛茨基常常引用列宁的语录说事，很是振振有词。1921 年 6 月 24 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的一次会议
上，托洛茨基发言说:“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并不起明显的决定性作用。但
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一发展已达到的程度，对于日本、中国和印度的革命发展，却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③这样的意思，在列宁还健在时，并没有受到批评。因此，对托洛茨基的观点，对其观点与
列宁有关论述的关联性，我们认为还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
另外，从问题的另一面也就是布哈林所特别强调的“封建性”的一面来看，众所周知，列宁围绕

“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的意思，同样讲过一些话。这里所谓“占统治地位”，具体到中
国，托洛茨基及其信徒显然不喜欢听，而斯大林、布哈林却将其视为理论依据。可见，斯大林、布哈林
与列宁同样具有理论上的渊源性。对此，当然同样需要进行细致的理论考察。
需要强调的是，当托派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时候，半殖民地半封

建理论还没有形成。因此，托派的观点最初并不是针对着“两半”理论而来的。他们最初针对的是主
要来自布哈林的“封建残余”关系占优势的观点。这种“封建残余优势说”，发明者是布哈林，后被斯
大林接受并反复阐述。托洛茨基追问，何以“残余”会占“优势”?④ 他说，中国的工业已经建立在商
业与银行资本的基础之上、农民依赖市场生产、农村隶属于城市，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
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⑤ 他对中国的看法，基点是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认
为中国已经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它是中国社会的主轴。托洛茨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对
他的一些具体观察与视角，同样需要作具体的理论分析。总体看，他在与布哈林、斯大林进行理论争
执时，给人的印象是后者处于守势与劣势。
第二，在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过程中，从托洛茨基到中国托派，始终没有否认“半殖民地”概念。

托洛茨基本人的讲法，我们前面已经作过介绍。严灵峰说:“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的
中国，一切经济的政治的实权大部操诸外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手”。⑥ 任曙说: “因为中国是半
殖民的国家，其前途将愈益殖民地化。”⑦正因为托派也认可这个原本来自列宁的概念，所以托派的
死敌王明在 1932 年说，在分析中国经济时，除了胡适等少数人外，对于“中国经济陷入半殖民地地位
的问题，差不多是没有———至少是非常少有严重的争论”。⑧ 这就是说，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基本
上是当时各界的共识。在社会性质论争中，“半殖民地”问题不处在核心位置。当然，怎样认识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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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的本质，区别还是存在的。
第三，关于“半封建”问题，我们在托洛茨基本人的作品中还没有发现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 这

可能与中文翻译有关) ，但没有疑问的是，托洛茨基并不否认现实中国存在着所谓的前资本主义关系

或封建残余关系。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的中国信徒同样不排斥半封建概念。比如严灵峰说:“中国
社会长时期是沉淀在半封建制度和商业资本长期侵蚀的进化过程之中。”中国农村“可以发现许多封
建和半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迹”。“我们不怕承认中国有封建和半封建的残余存在”。① 刘仁静则
在力主“中国经济的特质是半殖民地经济”的同时，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出
发，论述了中国的半封建关系。② 这就是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承认“封建”或“半封建”，而是它
是否起“统治作用”。
第四，尽管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中国信徒讲得头头是道，但从根本上说，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

判定，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既表现为实践上有害，也表现为理论上的空想性。从实践看，中国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一旦成立，那么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仅面临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还要去彻底

地反对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亦即反对托派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及其纲领。那样的
话，中国共产党很可能不会等到 1927 年就遭受重大失败。国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共产党
毕竟壮大了，毕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伟大成绩。当然，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反
省。这一点，倒是后来的某些国外学者看得比较清楚。他们说，如果共产党“在 1922 年和 1923 年选
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

得更好”。③ 前一个“如果”，是说照托洛茨基的办法去做; 后一个“如果”，是说应该听从托洛茨基的
告诫。我们认为这是恰当的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同样认为:“托洛茨
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
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

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④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王明在
其名著《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讲到这段历史时，也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确实已经侵入中国的经济生活，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确实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商

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确实存在，但资本主义在中国毕竟是“畸形”的，亦即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
着的。至少在农村，“封建余孽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⑤ 此评论除结论外，托洛茨基本人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第五，从托洛茨基本人到中国托派分子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再到斯大林、布哈林的中国社会性质

论，都凸显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论创造，值得中国共产党人骄傲。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伟大理论既是在与托派的理论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在突破布哈林、斯大林所主张的封建
残余优势说之后形成的。毛泽东是这一理论的伟大代表和集大成者。周恩来曾说，到六大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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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 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 这些在当时都是问
题”。① 而六大时，托洛茨基的观点及论述理路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清晰，布哈林、斯大林的主张却
还没有完全“说服群众”。因此，理论创新的工作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完成。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决议并没有采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现成观点，而是在
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同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②这就
点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观点，标志着中共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有了鲜明的理论自主性。到延安
时期，中国共产党吸取以往的理论成果，在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最终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科学性:“马
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④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理论创造，无论就思想史的角度说，还是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说，都应该给予认真研究和

总结。

( 作者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邮编: 102488)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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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ng within Norms and Innovating within Tradition: On the Historical Found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t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 Bu Xianqu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at it always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systems of governance，which in return gave birth to copious ideas on institution
buildups and state governance. These ideas were put into political practice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yet with constant innovatio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traditional culture.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is also in line with thi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order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his thought on socialist governance，we must delve into
the rich institution legacy of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embedded in China＇s five-thousand-year history of
civilization，and draw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wisdom from it．

Grasp the Zeitgeist of the New － Era Historiography / / Yang Yanqiu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Zeitgeist. Yet the
latter has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his works on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cience，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lifted the reflection on history，times，and social relations to a
new height. He discu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he times，recognizes the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and interprets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s. In doing so，he has formed his own historical thought emphasizing that historiography is rooted
in the contemporaneous era，projecting world historical development，and celebrating the Zeitgeis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On Xi Jinping＇s Adhe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 Cai Qingzhu

As a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history，Historical Materialism establishes a new norm for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strictly grasps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that unify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moral valu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places the major issues of governance in the holistic vision of history，reality，and future. It has always
adhered to and strengthened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dhered to and enriched
the core catego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adhered to and creatively applied the basic method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historical analysis. By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Xi Jinping ＇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fully demonstrates its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commanding the laws of history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 Critique of the Trotskyite Theory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 / Li Hongyan

The theory of Semi-Colonialism and Semi-Feudalism 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s great
contribution to communist theor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our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arduous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for this theory challenges the assertions by both Bukharin and the
Trotskyites. For the former exaggerates the residues of feudal elemen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atter
overstresses the capitalist domination. Trotsky did not directly argue that China was a capitalist society，but
he thought that capitalist relations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Chinese society. His Chinese follower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China was already a capitalist society，without rejecting its feudal
nature. Therefore，they also used the concepts of“semi-colonialism”and“semi-feudalism”. Thi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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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d by Trotsky and his Chinese followers was ungrounded. By contrast，Mao Zedong was the best example
and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ase of the people who uphold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theory.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can only be complet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themsel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Global Origin and Local
Growth / / Zhang Yanguo

A century ago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introduced Marxism into China，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unfold. Since then，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d grown into a pillar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t has grown tenaciously and become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the only consensus for Chinese historians in conducting historical research over the course of the one
hundred years，especial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has spawned a grand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discipline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ts research thu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after the Opening and Ｒeform. One can div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of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into the three
stages: 1)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Ｒevolution，the establishing of the guiding ro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2 ) the period of Socialistic Construction，the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tudying Chinese history，and 3)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since the Opening and
Ｒeform，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for theory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st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s not only heuristic reference for it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but it undoubtedly also has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Historians and the Future / / Jürgen Kocka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notion of time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It points out that historians have always paid ample attention to the three dimensions，past，
present，and futu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lassical era and the Middle Ages，one should recognize that
the awarenes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past，present，and future is the decisive factor inductive to
the advent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T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volution from Enlightenment
Historiography to today＇s global history，and argues that the future has become a compon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Harkening back at history can predict a variety of futures. At the same time，the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also affect how historians reconstruct the past. Finally，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f how
historical study should deal with the future，which relates to the function of history，the author admits that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Cicero) has its limitations，yet believing that the idea of“history as a mirror”is
still viable. This is because historical experience helps reflect and search for the possible laws and /or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movement. Historical research can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various
stages of history and historical training helps to form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the future．

A Scholarly Ｒeview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 / Xue Hui

It is significant for scholars in histo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 it will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ot only Chinese frontier history，but also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Furthermore，it is also conducive to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the academic system，and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upo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both in Chinese frontier history and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Chinese fronti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rich in content. More measures，however，should be taken to further develop the
sub-discipline，so as to make it a powerful embodiment of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era
reflecting cut-edge developments in historical studies. Therefore，schola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not
only to histor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but also the content and subject of their studies，Moreover，they
need to work on collecting，editing，and digesting research materials as well as to further build up research
teams．

The Ｒise of the Iconographic Studies of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and Its Challenges / / Tang Xiaoyan

The French Ｒevolution left an enormous number of images. Since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ors and art historians began collecting and compiling images of the Ｒ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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